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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志纠偏 

祝云珠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在两宋词论尊雅观中， “雅”是一种审美追求， “诗”是一种文体参照，且都要求音协、字雅、才高、意新、 

以推尊词体为宗旨，等等。然而“情志”问题作为人性深层次的矛盾，是倡雅词论者首先要协调的问题。大体而 

言：北宋词论尊“雅”观侧重于纠“情”之偏执，其中本色之雅论者主情致、讲气象，而诗化之雅论者主性情、 

讲气格，以“志”统情；南宋词论尊“雅”观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使以“志”统情，最 

终达到理论上的“情”“志”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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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论尊雅观是包括借诗而言词的词体雅化， 

即词体诗化理论和就词而言词的词体雅化(词体 “本色 

论”)理论。诗化之雅论包括“以诗为词”“自是一家” 

“诗词同源”等等观点，本色之雅论则包括“别是一 

家”“骚雅”“清空”等观点。尊雅观在词体创作层面 

要求音协律合，字琢句炼，才高意新，创作者人品高 

洁；在词体风格论层面，以“雅”为审美要求，强调 

意高趣雅；在思想层面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以道、 

释为辅。其中，在两宋词论尊雅观的创作层面中， “缘 

情”与“言志”问题是个备受关注而争论不休的问题， 

根据笔者对两宋词论尊雅观的分析，发现“情志”是 

其核心矛盾，在“情”与“志”的矛盾冲突和渗透中， 

“情”不断被倡雅词论者引入新的因素从而被赋予新 

的内涵，到了南宋， “情”与“志”终于达到了理论上 

的和谐。 

在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 “诗言志”最早见于《尚 

书·尧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 

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 [1](131)  这里帝命夔去 

“教胄子” ， “诗言志”是从思想情感上影响和规范人， 

并进行伦理教化。《毛诗序》 吸收先秦的诗乐理论提出：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 ” [2](269) 在“诗言志”的基础上，肯定了 

诗歌的抒情功能。而陆机的《文赋》正式标举“诗缘 

情”等等。概言之， “情”与“志”是两个含义各有侧 

重的概念， “情”一般指未经规范的个体情感，是自然 

性个体意识的体现。 “志” 主要指经过道德规范的主体 

情感，是一种社会性群体意识的表现； “志”的内容往 

往与社会政治、功名抱负相关，而情多指儿女私情、 

个体闲情。情与志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而在 

词论尊雅观中， 情志问题尤为突出， 在北宋词论尊 “雅” 

观中，倡雅词论者重在纠“情”之偏执即通过引入“情 

性” “情致”“气象”“气格”等来纠正唐五代以来的淫 

靡艳情。 

一、北宋：重在纠“情”之偏 

从中唐的刘禹锡提出以雅易俗的主张到五代欧阳 

炯的《花间集序》提倡“清雅” ，皆孕育着文人对词的 

“雅化”要求。然而，这种雏形期的尊雅观却树立了 

词“缘情”的思想倾向。其中刘禹锡的《竹枝词序》 

提到： “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 

焉。 ” [3](56) 实际是不满民间词的不谐音律，但赞同民间 

词的“含思宛转”与“淇澳之艳” ，即是认同词的缠绵 

动人的情感。而《花间集序》所描绘的： “则有绮筵公 

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 

玉指，拍按香檀。 ” [4](1) 这些“诗客”们处于美酒佳人 

的温柔之地，所歌之词必然是以男女情事为主，从而 

奠定了词“缘情”的基调，而这一时期的“情”大多 

是男女之情。 

宋初，由于受唐五代绮靡词风的影响，词体多描 

写艳情。 “诗言志”“词缘情”“诗庄词媚”的观念深入 

时人心中，其创作中的情感表现为“情其性”即赤裸 

而无节制地表现艳情。而北宋尊雅词论者提倡闲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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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淡的词风，一扫绮靡、浮艳的词体风气，其理论核 

心是旨在纠“情”之偏执。这一时期，诗化之雅论者 

与本色之雅论者纠淫靡之情的措施各异。 
(一) 引“情性” 、 “志”“气”入词 

北宋前期，词论者就抒情主体的情感而言，已经 

开始注重词作中主体情性的抒发，尤其是注重表现主 

体的人生感怀，虽然仍是私密化而非社会性的情感， 

但“情”之范围得到扩大，不再囿于男女艳情。 “情” 

的层次得到提升，不再是由感官刺激而发的情爱感受 

而是阅历社会后的深层次人生感悟即是诗化之雅论者 

提倡的引“情性”入词。如陈世脩《阳春集序》： 

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 

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 

娱宾而遣兴也。日月浸久，录而成编，观其思深辞丽， 

韵律调新，真清奇飘逸之才也。噫，公以远图长策翊 

李氏，卒令有江介地，而居鼎辅之任，磊磊乎才业何 

其壮也？及乎国已宁，家已成，又能不矜不伐，以清 

商自娱，为之歌诗以吟咏情性， 飘飘乎才思何其清也。 

核是之美，萃之于身，何其贤也 [5](188) 。 

序中虽指出冯延巳的词具有“俾歌者依丝竹而歌 

之” “娱宾遣兴”的娱乐功能，但亦注意到冯词“吟咏 

情性”且有“思深辞丽”的审美特点。 “吟咏情性”一 

词是《毛诗序》对诗歌特征和功能的认识，但毛序又 

强调 “发乎情， 止乎礼义” ， 具有浓厚的儒家诗学色彩。 

以诗学之“吟咏情性”论词，陈氏可谓导夫先路。陈 

氏所提倡之“情性”是在“国已宁，家已成，又能不 

矜不伐，以清商自娱”的背景下而发，创作者是权臣 

与雅士相兼的身份，蕴含着此“情”是作者历经社会 

政治生活后的文人情怀。而潘阆更是提倡词作当抒发 

一种无拘无束、自然自在的雅士情怀，其《逍遥词附 

记》写道： 

茂秀茂秀，颇有吟性，若或忘倦，必取大名，老 

夫之言又非佞也。闻诵诗云： ‘入郭无人识，归山有鹤 

迎。 ’又云： ‘犬睡长廊静，僧归片石闲。 ’虽无妙用， 

亦可播于人口耶。然诗家之流，古自尤少，间代而出， 

或谓比肩。当其用意欲深，放情须远，变风雅之道， 

岂可容易而闻之哉！其所要《酒泉子》曲子十一首， 

并写封在宅内也。若或水榭高歌，松轩静唱，盘泊之 

意，缥缈之情，亦尽见于兹矣。其间作用，理且一焉。 

即勿以礼翰不谨而为笑耶。阆顿首 [6](12) 。 

《附记》将诗学理论用于词的创作和品评。 “颇有 

吟性”是肯定茂秀具有诗人的情性，且这种情性“当 

其用意欲深，放情须远” ， 同时对词作者的创作心态提 

出要求 “盘泊之意， 缥缈之情” ， 是强调一种不拘形迹、 

自在无拘的创作心境。结尾处潘阆指出词作与诗“其 

间作用，理且一焉” ，词与诗的功能是相通的，促使词 

体由“酒席文学”向“言志文学”过渡，潘阆的词学 

见解对苏门的“诗化之雅” 论不无启发作用。结合《附 

记》和《酒泉子》词作不难看出，潘阆提倡的“情性” 

是一种自在不拘、渴望归隐的情感，这已完全摆脱了 

“花间”樊篱。如果说陈世脩的《阳春集序》中的“性 

情”是初步由男女私情走向士大夫的个人感怀的话， 

《附记》中的“性情”则已完全是一种自由洒脱的诗 

人情怀，这时的“情”逐渐向“志”靠拢。 

以诗论词、以诗衡词大帷幕的拉开，当推苏轼。 

他在《与蔡景繁书》中云： “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语 

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晚即面呈。 ” [7](1662) 赵令 

畤《侯鲭录》卷七记载：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 

非也。如《八声甘州》云： ‘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 

照当楼。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 [5](179) 这些论断 

皆拿诗来做为参照，在与诗的比较中得出词的优劣。 

苏轼又大力提倡“以诗入词”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 

主张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即引“志”入词， 

改变了五代词所缘之相思眷恋的狭隘之情。他的词学 

观念得到苏门学士的认同，张耒论词，尤重情性， “文 

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 

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至道 

也” [5](205) 。张耒明确拈出“情性”二字，把情性的自 

然流露看成词创作的根本动因，只要真情弥漫，词就 

“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 ，达到自然天成的境 

界。 “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本于《毛诗序》 “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 ； “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 ，与韩 

愈《答李翊书》所主张的“气盛言宜”说略同机杼。 

张耒论词把儒家的诗教、文统融入其中，提倡真性情。 

首次举起词体雅化旗帜反对词体艳情的是苏门词 

人。 “以诗为词” “自是一家”的提出，最初是反对风 

靡北宋的柳永之俗词、艳曲，标志着词体雅化意识的 

自觉。苏轼以“志”“气”统“情” ，词体内部也被输 

入雅的因素，如苏轼之词注重陶写情性，把士大夫的 

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其《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黄庭 

坚评论说：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 

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 

孰能至此？” [5](197) 这首词作于乌台诗案后，抒写词人 

“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独、高洁情志。他的《江城 

子·密州出猎》描写威武雄壮的狩猎场面，并由此激 

发起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他那首响彻千古的 《念 

奴娇·赤壁怀古》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浩大 

的气象和雄奇的景物是唐末宋初词中所少有的。词人 

写景时，把大江、浪涛写得惊心动魄、有声有色；写 

人时，英雄豪杰形象尽现，突出了赤壁古战场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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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词人那种无比阔大的襟怀、豪迈雄阔的抱负、 

英雄报国无门的感慨，都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对词 

的意境是很大的开拓。理论上，从苏轼对待秦观词的 

态度也能体现其对词体气格的要求，如叶梦得《避暑 

录话》卷下载：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 

作家歌。……苏子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 

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 

云： “山抹微云秦学士， 露花倒影柳屯田。 ‘露花倒影’ ， 

柳永《破阵子》语也 [8](182) 。 

苏轼之所以常戏少游之词是因为其词气格不高， 

鄙俗、狭窄。他批评柳永艳俗、鄙下之词，而赞扬柳 

永的具有“唐人高处”之词，亦是苏轼引志、气入词， 

提高词格之词学思想的体现。而黄裳《演山居士新词 

序》更是把歌词主要当作自持情性、写志立言之工具。 

他说： “风、雅、颂诗之体，赋、比、兴诗之用，古之 

诗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则有赋，触类 

则有比，对景则有兴，以言乎德则有风，以言乎政则 

有雅，以言乎功则有颂。……故予之词清淡而正，悦 

人之听者鲜。 ” [5](201) 引志入词，提倡清淡、雅正的词 

风，等等。 

北宋诗化之雅论者提倡“以诗为词” “诗词同源” 

等等，其核心是引“志”入词，强调“以志统情” ，并 

非不能抒情， 他们主张抒发符合自然、 天理的人之 “性 

情”即“性其情” 。词论者提升词体气格，其宗旨是为 

了借助诗体达到雅化并推尊词体的目的。然而，在这 

一过程中由于词论者太过于重视词体的“言志”功能， 

而忽略了其协律等艺术形式方面的内容，有着消解词 

体本色的趋向。而北宋本色之雅论者则采取不同的举 

措来解决时下流行歌词的淫靡言情。 
(二) 倡富贵气象，主情致 

苏门词人自觉地推尊词体，并亦开始思索词体本 

位的问题，如李之仪与晁补之提倡“闲雅” ，注重词体 

“本色” 。李之仪在《跋吴思道小词》提出词体“自有 

一种风格” [5](200) ，并称晏殊、欧阳修、宋祁词“风流 

闲雅” ， 晁补之 《评本朝乐府》提出“黄鲁直间作小词， 

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而称晏殊之词“风调闲 

雅” [5](181) 。其实，这种闲雅的词风是建立在创作主体 

的“富贵气象”之上的。 

“气象”原用于指自然景象、社会风貌等等，至 

唐被大量用来评品诗歌，如皎然《诗式》： “气象氤氲， 

由深于体势。 ” [9](2) 严羽的《沧浪诗话》： “汉魏古诗， 

气象混沌，难以句摘。 ” [10](151) “建安之作，全在气象， 

不可寻枝摘叶。 ” [10](158) 并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 

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等等 [10](7) ，这里 

“气象”当指作品的整体精神风貌。而晏殊却提出了 

“富贵气象”说，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记载：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 

李庆孙《富贵曲》云： “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 

篆牌。 ”公曰： “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 

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 

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 、 ‘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 。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 

“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11](46) 

在《韵语阳秋》也记载了有关晏殊诗“富贵”者： 

“元献诗云：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 

此自然有富贵气。 ” [12](490) 晏殊不仅提倡“富贵气象” ， 

诗歌也具有“富贵气象” ，而其词集《珠玉词》，名为 

“珠玉”取其“珠圆玉润”之意，观其集名及集中之 

词，的确是富贵不俗、闲雅有余，正是“富贵气象” 

的典型。晏殊与欧阳修等生活在太平盛世，生活富贵 

优游，他们把这些生活与他们的文人雅士的情趣、修 

养反映在词作中就形成了“闲雅” 之风。 李清照的《词 

论》评价秦观的词“终乏富贵态” [5](53) 。其实李清照 

这种批评与苏轼评秦观词“以气格为病”皆是批评秦 

观词写儿女艳情与风格柔弱。而把“富贵气象”引入 

词中，使词不再卑弱淫艳，这时词之情感不再囿于脂 

粉猥俗的艳情，而更重视超然物质之外的高雅意趣。 

“气象”与“气格”皆是重视其间的“气” ，文人佳作 

素以“积气” 、 “养气”著称，这种“气”其实是一种 

对社会对人生的大感慨充盈在作品中而成，其力度大 

于“情”而与“志”相近。 

从李之仪的“自有一种风格”到李清照的“别是 

一家”皆是重视词体本色的表现，他们对待“词情” 

是怎样的呢？李之仪的 《跋吴思道小词》 虽然肯定 “以 

《花间》所集为准” ，然而提倡“语尽而意不尽，意尽 

而情不尽” ，提倡有“韵”之词。李之仪并不反对花间 

传统的“词情” ，但这种情感应当“宛转绎，能到人 

所不到处” [5](204) 。不再是简单的艳情。如前所论李清 

照的《词论》引入“富贵气象”提升词体气格，她所 

倡之“情致” ，当是有气格之情致。这种“情致”的力 

度是大于 “情” 而小于 “志” ， 是一种有韵而蕴气之 “情” 。 

总之，北宋本色之雅论者并不反对男女情感的描写， 

但已超出了腻脂淫艳之气。 

由于北宋诗人身处太平时期，加之唐五代淫靡诗 

风的影响，歌酒欢娱、男女情爱在词作中多有体现， 

所以北宋倡雅词论者在对待 “情志” 问题时， 多纠 “情” 

之偏执。南宋内忧外患、国势衰萎，爱国之情、豪壮 

之志渗透词体，使南宋倡雅词论者在协调“情志”问 

题时，不仅纠“情”之偏执，而且纠“志”之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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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词体内部矛盾达到和谐，从而呈现词作外在表现的 

雅正。 

二、南宋： “情”“志”之偏兼纠 

词论者在理论上不断提出雅化、推尊词体，但在 

创作实践中还是有大量艳情词作的出现，所以南宋倡 

雅词论者继续纠词作中“情”之偏执。这一时期词论 

者重在引入“礼”来节制“情” 。 
(一) 以“礼”节“情” 

南宋倡雅词论者提倡词之情应“发乎情，止乎礼 

义” 。《毛诗序》云： “发乎情，民之性也。 ”“发乎情， 

止乎礼义。 ”肯定抒情的合理性，但又提出情感须“无 

邪” 、 “止乎礼义” 。以“礼”节“情” ，诗教思想被意 

图雅化、推尊词体的论者运用到了词学理论中。 

由于唐五代及宋初，艳词盛行，诸多词人一味沉 

溺于男欢女爱的艳情描写，绮靡香浓。针对词坛绮靡 

之风，论者多从儒家“温柔敦厚”的伦理原则出发， 

批评缘情淫艳之曲，要求词须约情合中，有节制、有 

规范。论者以儒家诗教来矫正艳词、重振雅词，在南 

宋表现得较为突出。如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序》开 

头即提出《诗经》的“止乎礼义” ，批评唐宋以来的艳 

词“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 [5](249) ，显然是以儒家“温 

柔敦厚”的诗教为标准，并且认为艳词溺于情而伤风 

教，不能持人向善。胡寅《酒边词序》进一步强调词 

要继承《离骚》《楚辞》为代表的 “变风变雅之怨而迫， 

哀而伤者” ，他认为词与诗皆能发乎情，批判词“曲尽 

人情”却不能“止乎礼义” 。曾丰评黄公度词： 

夫颂类选有道德者为之，发乎情性，归乎礼仪， 

故商周之乐感人深。歌则杂出于无赖不羁之士，率情 

性而发耳。 礼仪之归欤否也不计也。故汉之乐感人浅。 

本朝太平二百年，乐章名家纷如也。文忠劳公，文章 

妙天下，长短句特绪馀耳，犹有与道德合者。……考 

功(黄公度)所立不在文字，余于乐章窥之，文字之中 

所立寓焉。……凡感发而输写，大抵清而不激，和而 

不流，要其情性则适，揆之礼义而安。非能为词也， 

道德之美，腴于根而盎于华，不能不为词也 [5](217) 。 

由此可见，南宋词体雅化理论是不排斥词的抒情 

性的，但抒情要合乎道德规范，其实宋代词论家所谈 

之“礼”已经转化为天理、人理。 “在汉人那里是‘发 

乎情，止乎礼义’ ，具有外向性，要求‘情’合于外在 

的礼；而宋人则糅合儒、释、道诸家学说共同的扬性 

抑情的成分，提出‘吟咏情性之正’的抒情主张，既 

不违背人之常情，又将情纳于‘理’ 、 ‘道’的规范， 

其内涵是‘正心’ 、 ‘诚意’ 、 ‘思无邪’ ，重在心性修 

养。 ” [13](136) 因而，受理学影响较深的南宋尊“雅”词 

论者提倡以理节情、以理统情。 

王炎曰： “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 

转妩媚为善。……不溺于情欲，不荡而无法，可以言 

曲矣。 ” [5](225) 既肯定词的“曲尽人情” ，又认为情不能 

任意放纵流宕，要有节制。林景熙评胡汲古词“清而 

腆，丽而则，逸而敛，婉而庄 ……所谓乐而不淫，哀 

而不伤，亦出于诗人礼义之正。 ” [5](240) 林正大自称其 

词“婉而成章，乐而不淫” [5](235) ，类似之说，不胜枚 

举。以礼节情，抒情委婉是儒家诗教在尊“雅”观中 

情感表达方面的映射。以诗教之“礼”节情，这是它 

与北宋的诗化之雅与本色之雅的“纠情之偏”的最大 

不同：诗化之雅的“性情” 、 “气格”和本色之雅的“情 

致” 、 “气象”是在力度上对“情”的丰盈、补充，而 

“礼”则是对“情”之低靡、柔弱的格调的禁制。 
(二) 以“本”救“志” 

词至南宋， “言志”入词走向极端，尤其是辛派末 

流流于叫嚣。 词论者为维护词体本质特征， 开始纠 “志” 

之偏即是以“本”救“志” ，而不使词中之“志”太过。 

“志”之偏执的外在表现为词风的粗狂。南宋初，胡 

仔 《苕溪渔隐丛话》 评时人与苏轼 《念奴娇大江东去》 ， 

就用了“粗豪”这一贬语。此后，与辛弃疾同时代的 

王炎在为自己的《双溪诗馀》作序时，亦对时风有所 

贬抑， “今之为长短句者，字字言闺阃事，故语懦而意 

卑。或者欲为豪壮语矫之，夫古律诗且不以豪壮语为 

贵，长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尽人情，惟婉转妩媚为 

善，豪壮语何贵焉？” [6](170) 他认为“语懦而意卑”和 

一味“豪壮”都是在“情”与“志”两个向度上的过 

分偏执，而词“曲尽人情” 、 “婉转妩媚”方为本色。 

宁宗嘉定三年(1210)，詹傅为郭应祥《笑笑词》作序， 

提到“近世词人，如康伯可，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诙 

谐。如辛稼轩，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豪” 。张炎也是 

坚持词之本色，反对粗豪之词，如他论词时提到： “辛 

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 

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 ” [5](232) 等等。为了维护词 

体本色之雅，张炎、沈义父等尊“雅”词论者提出了 

一系列的要求和主张。他们精研词法、妙解音律，注 

重章法、意境、旨趣。如沈义父撰《乐府指迷》中论 

作词之法： “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 

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 

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不失 

柔婉。 ” [8](227) 此论中之“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 

不失柔婉” ， “意”当是“志”之意，此处是为了避免 

“言志” 走向极端， 风格流于“狂怪” ， 而失词之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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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炎的《词源》是宋代词学的总结，仍然强调 “节 

情” ，如张炎强调“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之词非 

雅词。其《词源》卷下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 

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 [14](29) 张炎已由宋初 

的“缘情”说上升到“言志”说，但情、志兼具，所 

言之情要合法度， 不能 “为情所役” 。 此论可上溯到 《论 

语·八佾》：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 

朱熹注： “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 

而害于和者也。 ”谓诗歌情感之“中和” ，认为诗歌表 

达情感时要适度、中正，不可过激、失度，要符合传 

统诗教之 “温柔敦厚” 。 张炎把传统诗论观引入词论中： 

“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 

间，稍近乎情可也。 若邻乎郑卫， 与缠令何异也！…… 

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 

意。 ” [14](23) 肯定词之“吟咏情性” ，但应“乐而不淫” 

有节制、合规范， “约情和中”方不失为“汉、魏乐府 

之遗意” ，等等。至此， “情”与“志”达到和谐，才 

能最终出现“骚雅”之词。当然，由于《词源》完成 

于元代，可以说，至宋元之际，在理论上，词论完成 

了“情”与“志”的和谐，但词人在实际创作中却仍 

不免有“怨而迫、哀而伤”者也。 

总之，词论尊“雅”观中的“情”与“志”之间 

的关系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情与志的和谐发 

展。既言志，也要抒发适度的情感。即“志之所之， 

不为情所役” ；其次，情与志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已 

经得到了转化，化成了一种缠绵悱恻、挥之不去的沉 

郁，持久而幽深。前者在宋代词论尊“雅”观中表现 

较为突出。后者在清代的词论尊“雅”观中表现较为 

突出，如陈廷焯提倡的“沉郁顿挫”及况周颐提倡的 

“重、拙、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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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and ambition” in the view of respecting “Ya” in 
the two Song Dynasty 

ZHUYunzhu 

(College of Humanit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Two Song Dynasty, on the statue of “Ya” concept, “Ya” is a kind of aesthetic pursuit, and “poetry” is a 
literary reference. The concept requires the word to be elegant, syllable union, profound knowledge, with new meanings, 
and value CI poetry for the purpose, etc.. However, the problem of the emotion and ambition as the contradictions of 
human  nature  deeply,  in  the  theory,  involves  the  coordin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I 
poetry  value  “Ya”  view  focuses  on  the  correction  of  the  “feel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Ya”  of  emphasized, 
meteorological,  while  poetic  elegant  theory  main  temperament,  gas  grid,  “ambition  control  emotio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I poetry’s value “elegant” was not only correct “affection” paranoid, but also.  focused on “ambition” 
paranoid, “Ambition” to the situation, and the final,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theory of “ambition and emotio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secutor procuratorial criminal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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